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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2003-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邻接、距离、经济三种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区碳强度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碳强度在省区尺度上具有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逐渐增强，同时，碳强度的空间集聚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空间面板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煤炭消耗对碳强度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对碳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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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Regional Carbon Intensity Space-time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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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ree kinds of spatial weight matrices—neighbor, distance and economic.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 and spatial lag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egional carbon intens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is gradually strengthen at provincial scale in the sample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north high，south low”. The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al consumption have driving effects and positive spatial spill effects to the carbon intensity.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ical progress have restraint effect and negative spatial spill effects to the carb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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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环境却逐年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5.33亿吨，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由于二氧化碳是引发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因此碳排放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09年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做出承诺到2020年碳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45%。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图1显示了中国30个省2009-2014年的碳强度变化情况，可见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以来，我国大多数省区的碳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仍然有个别省区的碳强度有所上升，这一结果既肯定了我国履行的碳减排责任，也说明了我国仍有很长的碳减排路要走。这些碳减排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压力又是挑战，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碳强度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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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9-2014年中国30省碳强度变化率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中国碳强度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从时空角度分析中国碳强度的研究有：Sather等通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碳强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中国碳强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1]。赵雲泰等利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从八大经济区的角度研究了1997-2007年碳强度的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区域内部碳强度水平相近，而区域之间的碳强度差异较大[2]。舒娱琴着重从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密度这四个指标出发，分析了1999-2009年中国各省区碳排放的时空特征[3]。程叶青等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同时利用ArcGIS技术展示了我国碳强度的动态空间分布模式[4]。李新等从产业角度研究了2001-2010年中国电能消费碳强度的演变特征，结果认为第二产业及其工业部门的电能消费碳强度显著高于第一、三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也值得关注[5]。孙荃等从能源、行业和省区三个角度对我国碳排放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6]。
有关碳强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有：Ying Fan等运用AWD法对中国1980-2003年的碳强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认为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是影响我国碳强度的重要因素[7]。李磊和刘继运用LMDI分解法，分析了新疆工业碳强度的变动原因，研究发现，1994-2001年工业碳强度的正向驱动因素是部门与行业结构，2002-2007年工业碳强度的正向驱动因素是能耗强度的上升[8]。陈继勇等利用2001-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碳强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FDI对碳强度有抑制作用，煤炭占比和重工业占比对碳强度有促进作用[9]。黄芳和江可申采用VAR模型对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与碳强度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煤炭消费比重对碳强度的贡献较大并具有持久的冲击作用，第三产业比重与碳强度负相关[10]。卢松浩和朱启贵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煤炭消费比重和人均GDP对碳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煤炭消费比重对碳强度的影响较大，是拉高碳强度的主要因素；人均GDP与碳强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11]。邵燕斐和王小斌采用空间统计与计量方法对中国30个省的碳强度空间相关性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碳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能源强度推动了碳强度的上升，而FDI、人均GDP和人口密度有助于降低碳强度[12]。
综合以上文献，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碳强度的研究已有较大贡献，既有通过时空演变来分析各省区碳强度的变化趋势，也有通过计量方法来分析碳强度的影响因素。总之，学者们对碳强度研究的追捧，体现了该问题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现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可改进之处：首先，在碳强度的影响因素方面，多数文献并没有考虑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2015年1月1日，颁布的新《环保法》将环境规制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说明环境规制在碳减排任务中的作用应当予以重视。其次，在对碳强度的计量分析方面，多数文献忽视了碳强度的空间相关性，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的特征[13]，而传统回归对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样本不再有效[14]。有鉴于此，本文在研究碳强度影响因素时考虑了环境规制的作用，以检验当前我国环境规制对碳强度的影响力度；同时，在计量分析方面，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对我国30个省区的碳强度进行了严格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碳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我国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新思路。
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普通的面板计量方法假定变量在邻近地区之间不存在空间关联作用，然而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空间计量技术的发展很好的解决了变量在邻近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问题。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SLM模型主要考察因变量在相邻地区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滞后项系数体现了临近地区因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的影响；SEM模型主要考察随机误差项所存在的空间关联性，空间误差项系数体现了临近地区的误差项对本地区因变量的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SLM和SEM的模型表达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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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t表示省区与时间；LNCQD代表各省区碳强度；LNER代表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预计该参数符号为负；LNPAT代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于产业升级和碳减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期符号为负；LNPGDP代表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建立在高能耗产业上，因此预计其参数为正值；各省区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故将煤炭消耗量LNCOAL加入模型中，预期符号为正；W为空间权重矩阵；ρ和λ分别为空间滞后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βk(k=1,2,3,4)为待估计参数，ε和μ均为随机误差。
2.2 变量说明
（1）碳强度
碳强度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节能减排的重要指标。碳强度越高，说明为增加一单位GDP的能耗量较高，即经济增长表现为“高碳性”增长，节能减排工作无效率；反之，经济增长表现为“低碳性”增长，节能减排工作有效率。碳排放量根据2006年IPCC公布的测算方法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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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O2是计算所得二氧化碳排放量，i代表本文所选择的7种能源消耗种类，分别为煤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E为7种能源消耗量；NCV代表能源低位发热量；CEF为碳排放系数；COF为碳氧化因子；44与12分别为CO2和C的分子量。
（2）环境规制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正是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而制定的对经济活动具有约束和调节性质的政策、法规等，以期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政府环境规制的力度提高，工业企业在污染治理的投入上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能够较好的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由于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会影响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因此本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除以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以此来消除这一规模因素。
（3）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在技术进步的带动下逐步优化，能源利用率提高，有利于碳减排；第二，低碳技术的进步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从源头控制了碳排放量的增加。韩坚和盛培宏[15]，毛明明和孙建[16]等学者均证实了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对于技术进步变量，一般采用R&D投入或专利数等指标来表征。就这两个指标而言，R&D只体现了研究开发的投入量，并未体现研究开发的产出效果，而专利申请数在研究开发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均有体现，因此本文选择专利申请数来表征技术进步。同时岳书敬[17]也描述了专利申请数这一指标的合理性。
（4）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为一种“粗放式”增长，环境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因此，经济增长是我国碳排放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碳强度而言，经济增长可能会起到双重效应，若经济增长幅度大于碳排放增长幅度，则经济增长抑制了碳强度上升，反之，经济增长促进了碳强度上升。本文利用人均GDP来衡量各省区经济增长状况，同时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利用CPI指数对各省区的GDP进行调整，最终得到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GDP。
（5）煤炭消耗量
煤炭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源，据统计，2007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2.5%，达到本文研究样本期的最高值，2014年降低至66.0%，可见我国煤炭消费比重下降趋势显著，但所占比重仍然较高，能源结构优化的任务仍然较为严峻。我国对能源消费的统计较为全面，因此本文选用指标为各省区的煤炭消耗实物量。
本文研究样本为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2003-2014年的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方《统计年鉴》，其中2014年的能源消耗量数据利用各地方《统计年鉴》中平均每天能源消耗量乘以365天所得。少量空缺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CQD
	碳强度
	1.172
	0.572
	-0.471
	2.722

	LNER
	环境规制
	3.526
	0.724
	1.278
	5.636

	LNPAT
	技术进步
	9.327
	1.583
	4.820
	13.131


	LNPGDP
	经济增长
	0.691
	0.633
	-0.998
	2.044

	LNCOAL
	煤炭消耗量
	9.008
	0.908
	5.787
	10.602


2.3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在空间计量模型中是外生给定的，选用合理的空间权重矩阵设置形式是空间计量分析的关键[18]。对“相邻地区”的定义，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相邻，也可以是地区间有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广义相邻，体现了地区间在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相似度[19]。介于此，本文不仅考虑了不同地区间的传统邻接关联，也考虑了不同地区间的距离和经济关联，从而设定了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地理邻接、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1）地理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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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地理相邻关系是设置空间权重矩阵时最为常用的，相邻关系包括车相邻（rook contiguity）、象相邻（bishop contiguity）和后相邻（queen contiguity）,本文依据车相邻关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即如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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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防止孤岛现象的出现，本文遵循大多数文献的处理方法，将海南岛与广东省设置为相邻，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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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行标准化处理。
（2）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image: image13.w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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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的空间距离也是相邻关系的一种表现。考虑到两地空间距离的远近对空间关联特征的影响有大小之分，可以构建基于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假设两地距离越近关联度越强，反之则越弱[20]。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设定的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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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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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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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省会城市的直线距离，该距离是通过谷歌地图测量得到的，主对角线的元素为0，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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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行标准化处理。
（3）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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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过于简单，并不能完全体现各地区间经济上的相互影响[21]。事实上，各省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省区所制定和执行的环境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更多的关注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进行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会更积极的发展绿色经济，探索提升经济质量的新途径。因此，经济差距较大的省区，环境规制相似度可能较低；经济差距较小的省区，可能具有较高相似度环境规制政策。为了体现各省区环境规制在经济上的相互影响，本文设定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该矩阵的设定参考了张华[19]。矩阵中的权重元素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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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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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省区
[image: image22.wmf]i

在研究样本中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GDP。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计算通过STATA13.0编程完成。
3 碳强度时空演变特征
3.1 时间演变特征
    因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本文利用Moran’s I指数来表现2003-2014年中国碳强度的全局空间相关性，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研究时间段内，中国碳强度全局Moran’s I指数在0.2-0.38的范围内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时期碳强度在省区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即碳强度较高的省区形成空间聚集，碳强度较低的省区形成空间聚集。从Moran’s I指数的走势来看，2003-2006年Moran’s I指数大幅上升，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持续增长，各省区的碳排放大幅上升，突显了碳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2006-2009年Moran’s I指数出现小幅波动，伴随概率也出现小幅波动，这可能是由于在“绿色奥运”的主题下，一些省区的碳排放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使得碳强度空间集聚特征有所变动；2009年以后Moran’s I指数经历了小幅的上升和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为了推动经济稳步增长，碳排放管制可能有所放松，碳强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又逐渐增强。整体来看，样本期间内Moran’s I指数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可见，中国省区碳强度的正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空间集聚程度日益显著，各省区之间的经济联动性提高，生态依存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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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3-2014年中国碳强度全局Moran’s I指数
3.2 空间演变特征
显著的全局Moran’s I指数表明中国省区碳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时间维度的融入也体现了碳强度空间相关的动态特征。然而，碳强度时间演变并没有揭示各个省区在空间相关性中的位置变更特征。因此，本文将运用Moran散点图和碳强度四分位图来分析各个省区碳强度的空间集聚和位置变更特征。图3为2003和2014年中国30省区的碳强度Moran散点图，表2列出了碳强度的省区聚集情况， 

[image: image24.emf]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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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5.emf]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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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30省区2003年、2014年碳强度Moran散点图
表2  2003年和2014年碳强度省区空间聚集表
	年份
	高高
	低高
	低低
	高低

	2003
	冀晋蒙辽吉黑甘宁新
	豫桂渝川滇陕青
	京津沪苏浙皖闽赣鲁鄂湘粤琼
	黔

	2014
	冀晋蒙黑陕甘青宁新
	辽吉豫川
	京津沪苏浙皖闽赣鲁鄂湘粤桂琼渝滇
	黔


如图3所示，2003和2014年的碳强度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分别有73%、83%左右的省区表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特征，该结果验证了全局空间相关性的分析。根据表2所列出的省区聚集情况可知，2003和2014年高高聚集的省区均主要分布于西北和东北地区，低低聚集的省区则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虽然聚集情况整体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个别省区的空间集聚位置发生了迁移。由2003年到2014年，高高集聚特征的省区增加了陕西和青海，而辽宁和吉林转变为低高聚集特征；低低聚集特征的省区增加了重庆、广西和云南；其他省区的集聚特征不变。图4为2003和2014年中国30省区（西藏、港澳台除外）碳强度四分位图，颜色越深表明碳强度越高。整体来看，我国碳强度的分布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与程叶青等[4]的结论一致。10年来大部分东部省区的碳强度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但山东和江苏的碳强度水平有恶化的趋势，这可能是由经济增长落后于碳排放增长导致的；吉林和辽宁的碳强度水平有所下降，这可能与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工业现代化进程缓慢有关；青海和陕西进入了高碳强度的行列，西南地区的碳强度状况基本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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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30省区2003、2014年碳强度四分位图
4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实证分析
4.1 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估计前，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根据面板数据，本文选择基于同质和异质面板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LLC、IPS、ADF和PP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选取，结果如表3所示。原始数据均为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全为平稳序列，说明样本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再次对数据进行Kao协整检验，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3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变量
	LLC
	IPS
	ADF
	PP
	结论

	LNCQD
	0.6012
	5.4035
	23.2658
	24.8512
	不平稳

	LNER
	-4.1886***
	-1.0768
	72.0897
	93.5661***
	不平稳

	LNPAT
	-2.8721***
	0.7334
	69.3732
	71.8626
	不平稳

	LNPGDP
	-1.9175**
	4.7672
	40.9144
	21.5470
	不平稳

	LNCOAL
	-7.8125***
	-1.2653
	85.0470**
	113.408***
	不平稳

	D(LNCQD)
	-13.9523***
	-4.6429***
	135.977***
	202.875***
	平稳

	D(LNER)
	-13.9287***
	-5.2281***
	142.368***
	211.283***
	平稳

	D(LNPAT)
	-21.0923***
	-6.1661***
	131.024***
	198.555***
	平稳

	D(LNPGDP)
	-15.3093***
	-3.4265***
	100.504***
	105.248***
	平稳

	D(LNCOAL)
	-11.7398***
	-3.1405***
	109.654***
	191.996***
	平稳

	协整检验
	ADF
	P值

	
	-8.7652
	0.0000


注：***、**、*分别代表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D表示一阶差分。
4.2 空间依赖性检验
（1）常规OLS估计残差检验
在对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本文首先对传统面板数据模型进行OLS回归，并对残差进行拉格朗日乘数及其稳健性统计量检验以确定模型的形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若LM-error和Robust LM-error统计量显著，则表明随机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较强，使用SEM模型；若LM-lag和Robust LM-lag统计量显著，则表明因变量空间相关性较强，使用SLM模型；若4个变量均显著，则根据显著性强弱来判断应用模型；若4个变量均不显著，则使用常规的面板计量模型。由检验结果来看，LM-error统计值在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Robust LM-error统计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LM-lag和Robust LM-lag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相比之下，本文将选择SLM模型进行估计。
表4  OLS残差空间依赖性检验
	指标
	LM-error
	Robust LM-error
	LM-lag
	Robust LM-lag

	统计值
	0.501
	4.572
	21.649
	25.720

	P值
	0.479
	0.032
	0.000
	0.000


（2）因变量莫兰指数检验
虽然前文已经对我国碳强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Moran检验，但是在实证分析中，模型中用到的变量是碳强度的对数值，且本文运用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因此，为了检验模型以及空间权重的合理性，在模型估计前仍要对碳强度对数值（LNCQD）进行Moran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不同权重矩阵下LNCQD的Moran’s I指数
	年份
	地理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2003
	0.382***
	0.065***
	0.137*

	2004
	0.415***
	0.064***
	0.139*

	2005
	0.461***
	0.082***
	0.139*

	2006
	0.477***
	0.077***
	0.164**

	2007
	0.398***
	0.072***
	0.221***

	2008
	0.429***
	0.075***
	0.209***

	2009
	0.417***
	0.074***
	0.238***

	2010
	0.413***
	0.071***
	0.233***

	2011
	0.417***
	0.071***
	0.225***

	2012
	0.428***
	0.076***
	0.212***

	2013
	0.418***
	0.074***
	0.193**

	2014
	0.406***
	0.072***
	0.223***


注：***、**、*分别代表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的Moran检验来看，LNCQD在地理邻接矩阵下的Moran’s I值介于0.38-0.48之间，且显著性较强；在地理距离矩阵下的Moran’s I值虽偏小，介于0.06-0.09之间，但显著性较强；在经济距离矩阵下的Moran’s I值介于0.13-0.24之间，且显著性较强。因此，综合来看，LNCQD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使用SLM模型较为恰当。
4.3 空间模型估计与分析
本文利用三种不同的自变量空间权重矩阵对模型进行估计与检验，通过不同模型的估计比较，更为科学合理的来进行分析，具体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Hausman检验结果均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三个模型均采用地区随机效应，同时，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以及对数似然值均较高。Wald检验显示，三个模型均不能拒绝因变量空间滞后系数为0的原假设，再次表明使用SLM模型的合理性。空间滞后项系数Rho在三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说明省区碳强度存在趋同现象。从地理角度来看，相邻省区或省会距离较近的省区碳强度越高（低），本省区的碳强度也较高（低）；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均GDP差距较小的省区具有相似的碳强度。环境规制的弹性系数仅在模型2和3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与预期不符，说明目前我国各省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碳减排效力；技术进步的弹性系数仅在模型1和3中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为负，与预期相符，说明各个省区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值，与预期不符，虽然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但是从碳强度的角度来看，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碳强度表现为下降趋势，单位GDP的含碳量明显下降，这一结果与陈继勇等[9]的研究结论一致；煤炭消耗量的弹性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煤炭能源的消耗势必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是各个省区的能源战略着力点。
由于空间模型中引入了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各个自变量的参数符号与显著性虽然有效，但这并非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因为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作用后，因变量之间还存在空间关联作用，直到形成新的均衡状态为止。因此，本文利用各参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解释自变量的空间效应，结果见表7。
表6  SLM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地理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LNER
	0.0159(1.63)
	0.0157*(1.67)
	0.0180*(1.87)

	LNPAT
	-0.0504***(-2.88)
	-0.0249(-1.41)
	-0.0376**(-2.10)

	LNPGDP
	-0.5963***(-12.41)
	-0.5421***(-11.61)
	-0.6279***(14.46)

	LNCOAL
	0.6035***(16.64)
	0.6079***(17.90)
	0.6276***(18.13)

	Rho
	0.1908***(3.11)
	0.4424***(5.63)
	0.2372***(4.02)

	常数项
	-3.6613***(-10.19)
	-4.2599***(-11.65)
	-4.0473***(-10.80)

	效应
	地区随机
	地区随机
	地区随机

	R2
	0.8283
	0.8365
	0.8263

	Wald检验
	9.70***
	31.65***
	16.12***

	Hausman检验
	4.84
	2.46
	2.62

	Log-likelihood
	275.8627
	285.0123
	278.8551


注：***、**、*分别代表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参数估计结果的括号“（）”内为Z统计值；Wald检验是对空间滞后项的参数约束性检验。 
如表7所示，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在三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虽然各省区的污染治理投资逐年增加，但是这似乎对于降低碳强度并没有显著的效果，环境规制的减排作用没有得到真实体现。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在三个模型中也为正，但在模型1和2中不显著。说明从地理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并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区环境规制的变动不会对本省区的碳强度产生影响；但是从经济距离看，环境规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与本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省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1%，会导致本省区碳强度增加0.0057%。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在三个模型中也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整体来看，环境规制对碳强度确实没有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表7  SLM模型效应分解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邻接权重矩阵
	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权重矩阵

	直接效应
	LNER
	0.0159*(1.90)
	0.0158*(1.95)
	0.0180**(2.19)

	
	LNPAT
	-0.0500**(-2.53)
	-0.0239(-1.20)
	-0.0366*(-1.83)

	
	LNPGDP
	-0.6027***(-12.01)
	-0.5513***(-11.33)
	-0.6356***(-13.71)

	
	LNCOAL
	0.6090***(16.46)
	0.6181***(17.81)
	0.6340***(17.63)

	间接效应
	LNER
	0.0038(1.50)
	0.0130(1.61)
	0.0057*(1.75)

	
	LNPAT
	-0.0114*(-1.94)
	-0.0173(-1.03)
	-0.0107*(-1.67)

	
	LNPGDP
	-0.1439***(-2.62)
	-0.4560***(-2.99)
	-0.2014***(-3.00)

	
	LNCOAL
	0.1462***(2.58)
	0.5162***(2.82)
	0.2013***(3.00)

	总效应
	LNER
	0.0197*(1.88)
	0.0289*(1.86)
	0.0237**(2.15)

	
	LNPAT
	-0.0609***(-2.58)
	-0.0412(-1.15)
	-0.0474*(-1.86)

	
	LNPGDP
	-0.7466***(10.84)
	-1.0073***(-6.48)
	-0.8370***(-9.71)

	
	LNCOAL
	0.7552***(11.61)
	1.1343***(5.96)
	0.8353***(10.37)


注：***、**、*分别代表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效应估计结果的括号“（）”内为Z统计值。
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三个模型中均为负，但在模型2中均不显著。可见，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确实起下拉作用，但是从其直接效应系数的大小来看，技术进步所起到的下拉作用较低，这说明碳减排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从间接效应系数来看，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则相对较低，这与事实也是相符的，高成本的研发投资以及专利保护制度等因素使得先进技术的应用范围有限，这样必然会降低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整体来看，技术进步能够起到有效的碳减排作用，但现阶段各省区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力不足，应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利用。
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三个模型中均为负，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随着各省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环境诉求不断提高，绿色的低碳消费方式逐渐成为主流，有利于环境改善。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同样显著为负，说明邻近省区的经济增长对本省区的碳强度也有一定的负向作用。一方面，周围省区的经济增长势必会对本省区起到辐射作用，带动本省区经济增长，进而降低本省区碳强度；另一方面，周围省区的低碳模式会“感染”本省区，从而有利于碳减排。整体看来，碳强度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
煤炭消耗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三个模型中均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我国是一个“煤多、油贫、气少”的国家，在能源的使用方面长期主要依赖于煤炭，对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污染。据统计，2011-2014年我国能源消耗中的煤炭占比分别为68.4%、66.6%、66.0%、66.0%，由于煤炭的使用面较为广泛，因此虽然能源消耗中的煤炭占比逐年降低，但仍然没能改变能源消耗的结构特征，煤炭依旧是我国消耗最多的能源。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时空维度对我国30个省区2003-2014年的碳强度进行空间统计分析，然后基于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造了三种SLM模型，并分析了我国碳强度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省区碳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时间演变特征显示这一相关性有逐年增强的趋势，空间演变特征显示2003-2014年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省区数量增加了近10%。各省区在制定自己的碳排放计划时会参考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政策，以保持和周边地区相当的排放水平。周边地区碳排放低，本省区也会努力降低碳排放；周边省区碳排放高，本省区也会放松碳排放管制，体现了我国各省区“环境竞优”与“环境竞次”的特殊现象。
第二，环境规制和煤炭消耗对碳强度有驱动效应。环境保护的执行力度在垂直的政治体系中呈现“倒金字塔状”，即随着政府层级的递减，环境保护的执行力度可能会逐渐削弱。企业在面对环境污染时，更多是钻法律的空子或不作为，而不是进行减排努力。特殊的能源储存结构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消耗长期以煤炭为主，这是造成我国碳排放加剧的重要原因。
第三，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碳强度有抑制效应。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率，从末端控制了碳排放；新能源技术的应用使得能源利用向多样化和清洁化发展，从源头控制了碳排放。经济增长虽然与碳强度呈负相关，但这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良性互动[22]。
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既然我国碳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那么各省区在制定碳减排计划和政策时，应该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突破环境问题的行政区划限制，实现协作发展，共同治理；合理使用环境规制工具，落实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措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探索更为绿色化和循环化的工业发展模式，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仍然离不开高能耗产业，但是绿色循环的发展模式可以提高能源利用率，使得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提高产能；科学技术也是降低碳强度的有效手段，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提高能源消耗率，而且能够加速转变能源消耗结构，促进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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